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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西方的正义战争理论是西方世界关于何时诉诸武力以及如何使用

武力的战争伦理理论。它起源于公元 5 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对战争的论

述，后经托马斯·阿奎那、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胡果·格老秀斯等神学家和国际法

学者的系统阐述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提出了一套关于

诉诸武力和使用武力的标准问题，包括诉诸武力时的正当理由、正当权威、正当目的、

最后手段、成功的可能性与对等性以及使用武力时的区别对待和对等性。冷战后，其

核心要素为人道主义干预鼓吹者所吸收，成为主张人道主义干预者的重要伦理基础。

无论是鼓吹“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还是主张“保护的责任”，都强调在使用武力方面

要符合和满足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传统中的正义标准，为人道主义干预寻求道德支撑。

作者通过对西方正义战争理论思想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的梳理和归纳，指出它与人道

主义干预理论之间的共鸣之处，提出尽管两者在特定历史和环境下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但却有被滥用的风险。在国际关系已部分“法制化”的今天，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

上，国际社会必须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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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人道主义干预无论作为一种理论还是实践，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人道主义干预的鼓吹者从西方的正义

战争理论中获取灵感，主张在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地方，国际社会有权利进行

人道主义干预，包括使用武力，履行国际保护的责任。本文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的思

想发展脉络入手，考察其发展轨迹和主要内容，指出它与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之间的关

系，在此基础上反思正义战争理论和人道主义干预行为对国际关系可能造成的消极

影响。

一 西方正义战争理论的思想发展脉络

西方的正义战争理论是西方世界关于何时使用武力以及如何使用武力的战争伦

理理论。① 它起源于公元 5 世纪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对战争的论述，在 13 世纪得到著名天主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较为系统的阐述。16 － 17 世纪，西班牙神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 Francisco de

Vitoria) 和荷兰自然法学者胡果·格老秀斯( Hugo Grotius) 从自然法视角对其进行了

进一步阐释。到 20 世纪 60 年代，正义战争理论在美国重获新生，得到保罗·拉姆齐

( Paul Ramsey) 、迈克尔·沃尔泽( Michael Walzer) 等一批神学家、政治学者以及美国

天主教会的系统论述和重新阐释。冷战结束后，随着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的兴起，正义

战争理论受到人道主义干预支持者和鼓吹者的青睐，正义战争理论中的核心要素成为

支持人道主义干预的伦理基础。

在奥古斯丁之前，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之前，教会和罗马帝国对战争的

看法截然不同: 受到罗马帝国迫害的教会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人类原罪的产物，基督

徒不应该参与战争和从军，倡导非暴力、不抵抗和非报复的和平主义; ②而罗马帝国认

为战争是自然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受到人类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不过，罗马

人也指出，只有在受到对方的伤害并且未获补偿时才可以发动战争。③ 随着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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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徒不再成为帝国施暴的对象时，教会对战争的敌意逐渐消退。①

在此背景下，奥古斯丁关于正义战争的论述浮出水面，他成功地将此前教会和帝国关

于战争的两种对立观念与传统调和起来，开启了一条既坚决赞同基督徒参与战争和从

军，又要求从事的必须是正义战争的中间道路。② 奥古斯丁指出，战争作为一种制度

是上帝借以惩处罪恶的世俗世界的手段，它是一种“上帝采取的旨在恢复秩序和引导

人们重新服从法律的警察行动”。但是，需要将由上帝授命的、人类必须承受其痛苦

的战争与那些没有这种授命、需要避免的战争区分开来。什么才是决定战争是否许可

的标准呢? 奥古 斯 丁 指 出 答 案 在 于 战 争 是 否 正 义。他 提 出，洗 雪 沉 冤 ( redress a

wrong suffered) 的战争属于正义战争。因此，只有在遭受伤害的情况下，才能够发动战

争。而那些出于私利，如罗马在几个世纪里从事的扩张领土战争则是强取豪夺的强盗

行为( grande latrocinium) 。若一国未能遏止其人民犯罪或侵害他人的权利，则构成了

伤害。因此，作为遏止伤害的手段，正义战争既是一种惩罚性行动，也是一种针对既有

伤害的民事诉求。奥古斯丁强调，正义战争的首要目的不是胜利，而是匡扶正义、缔造

和平，建立人们之间有秩序的和谐状态。③

奥古斯丁关于正义战争的思想在数百年后得到阿奎那的系统阐述。阿奎那将正

义战争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主权权威。只有主权者( 君主) 而非个人有权发动战

争，因为只有君主才肩负其人民的福祉责任。而其他人如果诉诸武力，无论借口多么

冠冕堂皇，都是对公共秩序的侵扰。第二，正当理由。发动战争的理由必须是正当的，

必须错在对方、为了洗雪沉冤或收复被非法剥夺的东西。在此，阿奎那强调错在对方，

意在突出对方犯错的主观意图而非造成的客观结果。第三，正当意图。战争发动者必

须具有抑恶扬善的正当意图，其目的必须是奥古斯丁提出的维护正义的和平。④

如果说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主要从神学角度论述了正义战争的思想，那么维多利亚

及其后的格老秀斯则主要从自然法角度论述了正义战争。维多利亚生活的时代正值

西班牙在欧洲处于鼎盛时期，也是西班牙大肆征服美洲大陆时期。维多利亚对当时欧

洲人流行的、以宗教为借口向印第安人武力征服的说辞不屑一顾，认为出于宗教差异、

扩张帝国或促进统治者的个人荣耀而发动的战争不能视为正义战争，只有当对方违反

了基于自然理性的国际法时，才有权诉诸武力。这在当时的思想界的确是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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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自然理性规定，国家间的某些基于正义的权利和特权是不能被侵犯的。美洲

印第安人禁止西班牙人自由旅行、从事贸易以及传播基督教，则侵害了西班牙人的基

本权利，违反了自然理性，此时使用武力就是正当的。此外，维多利亚认为，自卫、捍卫

盟友、保护公众安全以及反对暴政和侵略者、维护集体安全都是战争的正当理由。他

还提出了战争的正当权威和正当意图问题，指出只有肩负维护公众利益的统治者才有

权宣战和发动战争，而战争的正当意图和目的应当是确立和平与安全这些不可剥夺的

人类需求。他还提到了在作战时应注意的正义问题，即对等性和区别对待: 报复和补

偿应该与所受到的侵害对等，不能过分; “滥杀无辜从来就是不合法的”，也为自然法

所禁止。不难看出，维多利亚试图通过建立一套基于自然法( 或者说基于自然法的国

际法) 之上的“正义战争理论”，以代替原先的宗教理由( 神圣法) ，作为对印第安人武

力征伐的法理基础。①

身处三十年宗教战争肆虐的荷兰人格老秀斯深感战争给欧洲带来的苦难，决意要

建立一套国际法体系以约束战争行为，尽可能降低战争造成的毁害。他认识到，对于

人类事务来说，不存在完全客观的正义标准，而且即便最为客观的标准也需要加以主

观运用。因此，他认为，为更好地评估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武力是正当的，就必须确立一

套详细的使用武力的标准。他详细探讨了正义战争的标准问题，并最终确立了六种作

为判断正义战争的标准，分别是: 正当理由( 在国家受到实际和迫在眉睫的伤害时进

行自卫) 、对等性( 战争导致的总体好处超过坏处) 、成功的可能性、宣战、正当的权威

( 具有主权权威的统治者) 以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格老秀斯指出，只有在这些条

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发动战争才是正当的。②

经过阿奎那、维多利亚和格老秀斯等人的系统阐述，正义战争理论的两个核心要

素何时诉诸战争( jus ad bellum) 以及如何进行战争( jus in bello) 已经完备。此后，由

于绝对主义国家在 17 世纪的兴起和战争作为“国家生存理由”被合法化，正义战争理

论没有太大的发展，只是在涉及作战的手段方面做一些“修修补补”，③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日益滑向越南战争时，它才在美国重获新生。

正义战争理论在美国的复兴和发展主要体现为三个标志性成果: 20 世纪 6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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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神学家拉姆齐发表的《战争与基督徒良心》及《正义战争: 武力与政治责任》两本

论述正义战争的学术专著、政治学者沃尔泽发表的专著《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以及

1983 年美国天主教会发表的题为《和平的挑战》的公开信。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内的基督教和平主义与政府决策圈内的政治现实主义就

核武器及越南战争展开激烈争论，各执一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基督教神学理

论家拉姆齐试图从奥古斯丁的神学正义战争论述中重建正义战争理论，找出一条反对

基督教和平主义，在核时代背景下有限使用武力的中间道路。他从基督教教义中

“爱”的义务入手，指出当他人受到威胁或伤害时，不能袖手旁观。由此拉姆齐引申出

对于使用武力的“双重态度”: 首先，允许使用武力以保护无辜的他人免遭伤害。其

次，对使用的武力加以严格限制。换言之，通过援引基督教教义中的“爱”，拉姆齐将

对武力的合法使用再次置于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之下，认为良好政治的目的与“爱邻

人”的个人伦理是相通的。① 他指出，必须对战争正义( jus ad bellum) 和作战正义( jus

in bello) 做出区分。只有在如下情况下，诉诸战争才是正义的: 合法权威的公开宣战、

出于反抗侵略而进行的自卫战争、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赢得战争的可能性较大。同

时，在作战时必须对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实行区别对待，并且要注意战争的对等性，

即战争最终产生的益处要大于冲突带来的害处。他指出，如果满足了这两方面的条

件，那么所进行的战争就可视为正义战争。②

如果说拉姆齐主要从基督教伦理视角重新唤起人们对正义战争的关注，沃尔泽则

从哲学和历史角度集中阐述他的正义战争观。沃尔泽首先将战争确立为一种道德现

实，然后依次阐释诉诸战争的正当性、作战中的行为以及战争中的个人责任。通过对

诸多案例的细致阐释，沃尔泽笔下的正义战争轮廓逐渐清晰: 它是对诸如侵略、滥杀无

辜这些显而易见的邪恶的一种回应以及对于使用武力时的某种限制，如避免诉诸强

奸、向平民发动战争、酷刑、恐怖主义等暴行。由于沃尔泽将其关于正义战争的论述置

于人所共知的道德反应基础上，使得他的正义战争学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社会反

响，他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一书一版再版。③

1983 年，美国天主教会发表题为《和平的挑战》公开信，全面阐释了美国天主教会

对于正义战争的理解。与拉姆齐和沃尔泽不反对战争的态度不同，这封公开信旗帜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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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地提出了反对战争的态度，认为天主教教义“确立了反对战争的强烈前提”。在此

前提下，有关正义战争的标准只是提供了对于这一总原则的某些例外情况。这封公开

信还详细列出了关于“何时诉诸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正义”的标准。前者包括七项基

本条件: 正当理由、正当权威、相对正义、正当意图、最后手段、成功可能性以及对等性;

后者包含两大原则: 对等性和区别对待。① 显然，它确立的关于正义战争的标准要比

此前所有关于正义战争的标准和要求都要严格，附加了更多的“额外条件”。也因此，

它被一些正义战争学者称为“目的是要消除和反对所有的战争”，甚至被保守的学者

认为是背离了正义战争的传统，滑向了“和平主义”。②

二 西方正义战争理论的主要内容

从上述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正义战争理论的源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

西方的基督教传统; 二是自然法传统。基督教传统强调正义战争的宗教源头和对惩罚

邪恶、不义的正当性; 自然法传统认为出于“自卫、反对侵略和暴政”等自然法则许可

的战争是正当的。尽管源头不同，但殊途同归，二者都提出了正义战争的标准问题，认

为只要满足了这些标准和要求，那么战争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法的。具体地说，这些

标准主要包括“何时诉诸武力”( 即“战争正义”) 和“如何诉诸武力”( 即“作战正义”)

两个方面的内容。

( 一) 何时诉诸武力

对于何时诉诸武力，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主要强调正当理由、正当意图以及正当

权威，后来经过自然法学者等世俗学者的阐释，还提出了战争作为最后手段、成功的可

能性、公开宣战以及对等性等限定条件。目前，大多数正义战争理论学者认为至少需

要满足六个条件，诉诸武力才能被视为正当: 正当理由、正当权威、正当意图、最后手

段、成功的可能性及对等性。对于正当理由，无论是基于基督教传统的正义战争学者，

还是基于自然法传统的学者都认为，反抗侵略、反对暴政、反抗无端侵害和进行自卫，

无疑是诉诸武力的正当理由。早期的基督教正义战争传统认为，为了宗教原因或出于

上帝的召唤而进行的战争( 如后来的十字军东征等) 也属于正义战争范畴，不过到了

16 世纪特别是经过三十年宗教战争的浩劫后，这一观点逐渐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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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格老秀斯等学者从自然法视角对正当理由的重塑。如维多利亚反对单纯以宗

教理由对美洲印第安人诉诸武力，提出了著名的“宗教差异不能成为正义战争的理

由”的论断，重新树立了“只有受到伤害才是发动战争的唯一正当理由”的观点; ①格老

秀斯也强调只有在国家受到实际和迫在眉睫的伤害时进行自卫才是诉诸战争的正当

理由。

对于正当权威，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了“上帝授权”的概念，认为只有由上

帝授权的战争才是正义战争。阿奎那在此基础上提出，只有“主权权威”才是发动战

争的正当权威，即在世俗世界里，只有君主才有权代表公共利益发动战争，而所有其他

的战争都是“私人战争”，都是不合法的。他的这一思想后来直接为格老秀斯等国际

法学者所吸收，成为欧洲主权国际体系时代欧洲列强对外征伐、扩张的重要法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废除了将战争作为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合

法工具，明确规定除了“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外，联合国安理会是授权使用武力的合

法权威。但二战后的正义战争学者在论及正当权威时很少涉及这一点，依然将一国政

府视为使用武力的合法权威，这为人道主义干预的鼓吹者预留了空间。实际上，冷战

后的人道主义干预支持者多数倾向于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地区性国际组织、志愿国家

联盟乃至少数有能力的大国都可以充当行使武力的合法权威。②

正当意图与正当理由密切相关。正义战争理论认为，在受到侵略、暴政、无端侵害

的情况下可以诉诸战争进行自卫，但是，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惩处对手和制止伤

害，更在于确立和平与正义。正如奥古斯丁所言，正义战争的首要目的不在于取得胜

利，而是为了匡扶正义、缔造和平。他指出，战争的邪恶之处“并不在于死人，人总是

要死的。真正要受到谴责的是进行伤害的欲望、报复的残忍性、满腔的敌意、反叛的怒

火、支配的欲望等诸如此类的情感”。③ 维多利亚也指出，战争的正当意图应当是确立

和平与安全。美国天主教会在《和平的挑战》公开信里也指出，战争的正当意图是追

求和平与妥协，避免不必要的毁害行为或施加不合理的条件。④ 对正当意图的强调，

将正义战争与那些怀着其他动机甚至是邪恶目的、但可能也会产生“附带收益”的不

义战争区分开来。按照这一标准，西方历史上的殖民掠夺战争尽管也可能给被殖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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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一些制度和器物层面上的 “非意料的后果”，但无论怎样也无法与正义战争挂

上钩。

尽管正义战争理论不反对战争，但认为战争只能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

不过，在早期的基督教正义战争传统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在三十年宗教战争

之后，由国际法学者格老秀斯率先提出，并为此后的正义战争学者所继承。格老秀斯

从三十年宗教战争的痛苦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即便是有着正当理由、正当权威和正当

意图的正义战争，也会带来人间浩劫。所以，战争必须是所有其他非武力手段都不能

奏效后的最后手段，而非首要手段。他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几乎所有的正义战争理论学

者所继承，并由此直接催生了正义战争的另外两个条件: 成功的可能性和对等性。

成功的可能性不难理解，就是一旦诉诸战争，有很大获胜的把握或实现目标的可

能。而对等性是指，战争造成的损害或付出的代价必须与可能取得的预期收益成比

例，不能弊大于利或得不偿失。这两者都是从战争的结果上进行评判，要求诉诸战争

前必须三思而后行，必须充分考虑到战争可能的消极后果，它是对前面四个条件的有

益补充。① 这也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随着近代战争破坏性的日益增加，学者们为尽

可能减少武力行使而对诉诸战争施加的更多限制。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诉诸武力前

必须公开宣战等条件。

( 二) 如何诉诸武力

如何诉诸武力涉及作战过程中的正义问题。早期的基督教正义战争传统并没有

涉及这一方面，它是由维多利亚等自然法学者首倡。他们认为，即便具备了诉诸武力

的全部条件，但如果在作战过程中滥用武力或者蓄意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那么也

不能称之为正义战争。维多利亚吸收了古罗马法以及中世纪骑士行为准则中一些关

于避免滥用武力和避免无辜平民伤亡的规定，提出了作战正义的两大原则: 区别对待

和对等性。所谓区别对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滥杀无辜”; 而对等性则是“报复和

补偿应该与所受到的侵害对等，不能过分”。通俗地说，区别对待就是要区分作战人

员和非作战人员，不能将平民作为施暴对象、滥杀无辜。而对等性则是指在作战时不

能滥用武力，造成不必要的伤亡，特别是不能导致大量非战斗人员的伤亡和非军事目

标的毁坏。此后，这两大原则为正义战争学者所继承，成为判断作战正义的主要标准。

在《和平的挑战》公开信中，美国天主教会强调，“即便诉诸武力的那些严苛的条件都

已经满足，战争的进行也必须受到对等性和区别对待两个原则的持续审视”。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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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选择、可能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区别对待等方面，必须严格

按照对等性和区别对待原则执行。①

作战正义中的对等性和区别对待两大原则后来逐渐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法( 战争

法) 的重要内容。例如，1864 年国际上首部限制战争行为的多边条约《日内瓦红十字

公约》就明确规定，必须保护“战场上的医护人员”。1868 年旨在“约束现代武器”的

《圣彼得堡宣言》则敦促交战方对平民和士兵加以区分。1899 年及 1907 年的《海牙公

约》进一步对作战手段进行了限制，特别是对于武器的使用，并对保护平民做出了额

外的规定: 第一，要求在发动攻击前进行警告，以便平民能够进行躲藏。第二，禁止对

未加防御的地区进行轰炸。第三，禁止掳掠。第四，在对有防御措施的城镇进行轰炸

时应避免轰炸非军事目标。此外，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1980

年的《常规武器公约》、1993 年的《化学武器公约》等，都在作战手段和武器的使用、对

待战争伤员、战犯和平民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尽可能减少无辜平民及不必要的

伤亡。②

不过，一些学者也指出，随着现代战争残酷性的增加和武器摧毁能力的升级，在战

争中要做到对等性和区别对待已十分不易。在此背景下，沃尔泽等学者提出了在现代

战争条件下尽可能避免“附带伤亡”的“双重效果( double effect) ”原则。他提出，在作

战过程中，如果能够满足如下四个基本条件，那么即便导致了伤及无辜的后果，也是情

有可原的。第一，采取的行动本身是好的，或者说是合法的战争行动。第二，行动导致

的直接后果在道德上是许可的: 摧毁军事补给或消灭敌人。第三，行为体的意图是好

的，它只想获得许可的结果，并非要寻求邪恶的结果或将之作为得到这一结果的手段。

第四，好的结果能够完全弥补恶果，能够满足亨利·西奇威克( Henry Sidgwick) 的“对

等性原则”( 即所导致的善大于恶、利大于弊) 。③ 沃尔泽提出的关于作战正义的“双重

效果”原则受到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鼓吹者的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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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与人道主义干预

冷战结束后，由于领土、宗教、种族等原因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在一些地区和国家

愈演愈烈，甚至酿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西方世界要求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呼声

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西方正义战争理论的价值被人道主义干预者重新发现，成为

人道主义干预者鼓吹军事干预的伦理基础。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

发生严重侵害人权的地方，主权不应成为阻挡外部军事干预的挡箭牌，国际社会有

“权利”和“责任”进行人道主义干预。① 不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人道主

义干预的鼓吹者更多的是从干预者的角度来谈论“干预的权利”，强调第三方或国际

社会有权在发生大规模人权侵害的地区或国家进行外部干预。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

是，相对于人权，主权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如果人权和主权之

间发生严重冲突，那么主权应该让位于人权。例如，费尔南多·特森( Fernando R．

Tesón) 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角度指出，国家和政府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和确保人

权。如果政府和当权者严重侵害人权，那么其政治权力的合理性就受到质疑，就不应

当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一国的主权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它服务

于值得珍视的人类目的，那些严重侵害这些目的的人不能任其庇护在主权原则的保护

之下，暴政和无政府让主权在道德上破了产。② 他甚至认为，主权已经沦为“奖励暴

君”，成为其压迫、拷问和谋杀人民的工具，呼吁重新界定和审视国家主权。③ 凯利·

皮斯( Kelly K． Pease) 和戴维·福赛思( David P． Forsythe) 等人虽然没有特森那么激

进，但是也指出，随着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实践的增多和联合国对人道主义干预态度

的逐渐转变，主权和人权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里，人们日益认为如

果发生大规模侵害人权的事实，不干涉原则就应该让位于人权。④ 但是，这种明目张

胆地鼓吹“干预的权利”的做法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质疑和反对，一些西方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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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道主义干预存在明显的法理和伦理困境。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第三世界问题

的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阿约布( Mohammed Ayoob) 指出，第三世界对于到底什么是人

道主义干预、人道主义干预的授权以及谁可以进行干预，都存有诸多疑问，最为根本的

是，它们担心一旦开启人道主义干预的闸门，会严重侵蚀主权原则，威胁到它们的主权

地位。① 汤姆·法勒( Tom Farer) 指出，一旦对人道主义干预打开绿灯，将无法保证干

预国不会滥用权力，历史上充斥着滥用干预权力的事例。② 西蒙·切斯特曼( Simon

Chesterman) 等人认为，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外，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单个国家、志

愿联盟或地区性组织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问题，因为它缺乏国际法支撑。③ 中国

学者时殷弘、赵怀普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西方的人道主义干预提出了批评。④

面对诸多质疑和反对声音，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人道主义干预者开始从新

的角度谈论人道主义干预，重新设置辩论议题。他们从鼓吹“干预的权利”转而强调

“保护的责任”，认为一国政府肩负保护本国人民免遭严重侵害人权的首要责任，如果

该国“不能或不愿意”履行这一责任，那么国际社会将肩负起“保护的责任”，必要时可

以采取军事行动。率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在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任命的国内

流离失所者问题特别代表弗朗西斯·邓( Francis Deng) 。面对冷战后一些国家愈演

愈烈的流离失所问题，邓指出，一国的主权不能与责任相脱离 ( 即“作为责任的主

权”) ，如果一国不能履行国际公认的保护人民的责任，那么该国就不能宣称享有主权

权利。对于这些国家，国际社会有权提供保护和援助，甚至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⑤

他还提出了对国内流离失所人员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的基本原则，指出一国政府负有向

国内流离失所人员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的首要职责，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相关机构有

权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服务，特别是相关国家不能或不愿提供所需人道主义救助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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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国际救助不应被视为不友好行为或是对一国内政的干涉。①

2001 年 12 月，应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成立的“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

( ICISS) ”发表了题为《保护的责任》研究报告，系统而全面地阐释了“保护的责任”，为

人道主义干预提供理论支持。报告指出，一国主权不仅仅意味着是国际体系中的平等

一员，还意味着对本国人民的保护责任，“任何国家都负有保护其国内人民的首要责

任”。在《联合国宪章》之下，各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但也意味着要承担

作为联合国一员的相应的国际、国内责任。无论是国内职能还是其外部职责，主权都

已经从“作为控制的主权”转化为“作为责任的主权”。作为责任的主权意味着: 第一，

国家权威要担负起保护人民的安全与生命以及促进他们的福利的责任。第二，国家政

治权威要为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责。第三，国家掌权者要为其行为负责。如果一国

不能或不愿意为其本国人民承担保护的责任，让本国人民因内战、叛乱、压迫或国家失

败而遭受重大不幸，那么保护的责任就落到国际社会的肩上，此时，不干涉原则就让位

于国际保护的责任。保护的责任包括预防、反应和重建三个方面，其中预防最为重要，

只有当预防措施完全失效后，才能考虑进行军事干预。报告还特别提到了军事干预的

条件问题，认为必须满足正当的理由、正当的意图、作为最后手段、恰当的手段、对后果

的合理预期以及正当的权威等六个方面，而且在诉诸武力时还必须遵守一系列行动原

则，如目标清晰、具有明确授权、在使用武力时要循序渐进和保护平民、对等性和遵守

国际人道主义法等。②

《保护的责任》报告发布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关于“保护的责

任”的条款被写入了联合国 60 周年首脑峰会的《2005 年世界峰会成果文件》，成为冷

战后西方国际干预理论中最突出的进展。③ 在文件的“人权和法治”部分，明确提到: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行、种族清洗以及反人类罪的

伤害。这一责任还包括通过恰当和必要的手段预防这类犯罪的煽动和发生”; 如果相

关国家政府未能履行保护的责任，使其人民遭受种族灭绝、战争罪行、种族清洗及反人

类罪的侵害，而和平的手段又不足以解决危机时，国际社会就可以在安理会授权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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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联合国宪章》原则( 包括第七章) ，在个案基础上及时采取集体行动。①

从人道主义干预者对“人权”或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强调，我们不难看出人道

主义干预理论与正义战争理论之间的共同之处: 第一，二者都强调诉诸武力的正当理

由。正义战争认为，如果是出于自卫、反对侵略和暴政等正当理由而诉诸武力，则是正

义的; 人道主义干预的鼓吹者也认为，在发生严重侵害人权和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

地方，可以诉诸威力来制止侵害或灾难的发生和蔓延。第二，不排斥、不反对使用武

力。尽管正义战争反对出于私利的战争，也反对不加区分地滥用武力，但总的来说，它

并不反对战争或武力本身(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天主教会 1983 年发表的公开信是个例

外) ，相反，它认为只要受到某些限制或满足一些条件，战争或武力就是实现正义目标

的合法手段。人道主义干预者也认为，不能一味地、不加区分地反对武力手段，更不能

以主权或不干涉原则为借口，对严重侵害人权行为或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听之任之。

而且，两者都认为，即便在使用武力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附带伤亡”，但如果符合“双重

效果”，那么也是情有可原的。② 第三，对何时诉诸武力及如何行使武力设置了一套标

准。正义战争理论经过千余年的积累，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关于何时诉诸武力及如

何诉诸武力的标准和限定条件，人道主义干预理论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条件和标

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何时诉诸武力及如何诉诸武力的标准问题。例如，《保护的责

任》研究报告列出的关于军事干预的条件和原则，几乎是对正义战争理论关于何时诉

诸战争及如何诉诸武力的逐条的罗列，唯一不同的是正义战争理论强调主权国家是发

动战争的正当权威，而人道主义干预理论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是最具权威的授权机构。

一些学者甚至将《保护的责任》中涉及武力行使条件的规定称为“改进版的正义战争

理论”。③ 著名的人道主义干预学者尼古拉斯·惠勒( Nicholas J． Wheeler) 也指出人道

主义干预与正义战争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提出，如果一项军事干预能够称为人道

主义干预，那么它必须满足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四项要求: 第一，正当理由，即存在极其

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第二，使用武力必须是最后的手段，即非武力手段不足以制止

正在发生的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诉诸武力。第三，诉诸武力必须满足对等性要

求，即使用武力导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不能超过它要制止的人道主义侵害的水平，至

少要符合“双重效果”原则。第四，成功的可能性，即使用武力能够取得积极的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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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效果，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当人道主义干预军事力量退出后不会导致杀戮和残暴

行为的复发。①

正义战争理论为人道主义干预的鼓吹者提供了何时诉诸武力和如何行使武力的

伦理基础。

四 思考和结论

在西方正义战争理论发生、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欧洲国家间关系奉行的是弱肉强

食的丛林法则，战争也被视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合法工具。在丛林法则畅行无阻的时

代，正义战争希望在发动战争的理由、发动战争的程序以及进行战争的手段等方面施

加必要的限制，特别是将自卫战争与侵略战争区分开来，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然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正义战争倡导的准则和限制充

其量也只能是无边旷野中无助的呼救。更何况，囿于时代限制，正义战争理论将主权

国家视为诉诸战争的合法权威，从而为各国以正义战争为名而从事形形色色的非正义

行为、甚至是侵略提供了某种合法的外衣。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西方历史上发生的诸

多宗教和领土战争，几乎都是打着正义战争的旗号，从波及几乎整个欧洲、造成生灵涂

炭的 1618 － 1648 年的三十年宗教战争，到 17 － 19 世纪欧洲列强之间的王位继承战、

维护欧洲均势的战争，开战者无不视本国的战争为正义战争。即便是历史上声名狼藉

的殖民征服和掠夺战争，西方列强在征服时也不忘打着道德的旗号: 传播西方先进文

明，拯救野蛮、未开化的非西方世界。在这些正义战争的借口下，美洲、大洋洲的土著

文明被摧毁，人口被杀戮，土地被“发现”和占有，而非洲、亚洲的“落后民族”也难逃被

征服、被驱赶和被杀戮的命运，其国土被殖民、被吞并、被割让。给欧洲带来浩劫的第

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和同盟国投入战争的理由同样是冠冕堂皇和正当的: 自卫、捍卫

盟国和履行条约义务。法西斯德国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时甚至打出了人

道主义干预的旗帜，声称居住在该地的日耳曼人正在遭受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不公正的

对待，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②日本法西斯在发动侵华、侵略亚洲的战争中也打出

了自卫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蛊惑人心的旗号。

鉴于二战的惨祸以及历史上动辄诉诸武力给人类带来的浩劫，《联合国宪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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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者们致力于废除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倡导在国际关系中以和平方式解

决争端，明确规定只有在两种“例外”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武力: 一是一国在遭受外部入

侵情况下的单独和集体自卫权; 二是受到侵略或和平面临威胁时，在安理会的授权下

使用武力，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换言之，除了在受到侵略情况下的自卫权

外，诉诸武力的合法权威已经由主权国家转移到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个集体安全机制

里。在此，诉诸武力不再是单个国家可以自行其是的单边决定，而是由国际社会公认

的权威的集体裁决。相对于正义战争理论将主权国家视为诉诸武力的合法权威，这无

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弥补了正义战争理论关于行使武力的合法权威上存在的

漏洞。

在人道主义干预理论发生、发展的时期，国际关系至少已经部分纳入了“法制化”

的轨道，尽管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国际关系不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主导的时代，不仅公然以武力侵占他国领土被视为非法，而且诉诸武力的合法权威也

已移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这一国际社会公认的权威机构中。在此背景下，人道主义干预

者将目光主要投向了一国的国内事务，认为如果一国国内发生严重侵害人权或大规模

人道主义灾难，而当事国不愿或不能承担相应责任，那么国际社会就可以进行人道主

义干预。从这种意义上说，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与正义战争理论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不

同: 第一，人道主义干预理论更多地主张对一国国内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干预，而

正义战争理论主要是关注国家之间的战争。换言之，人道主义干预要挑战的是《联合

国宪章》中关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第二，正义战争理论视主权国家为诉诸武

力的合法权威，认为战争是执行一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合法工具，而人道主义干预理论

出现时，《联合国宪章》已经确立了放弃在国家间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原则，并将使用武

力的合法权威移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如果人道主义干预者执意要绕开联合国安理会

使用武力，那么就是要挑战关于行使武力的国际法基础。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

义战争理论是在国家间关系仍处于丛林法则的时代背景下，给发动战争施加某种约束

和限制; 而人道主义干预则是在国际关系已部分“法制化”的背景下，为使用武力进行

松绑。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一无是处。应该说，在人道主义关怀方面，该

理论有其进步意义。如果在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确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或灾难，如

索马里、卢旺达、刚果( 金) 和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那么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遵

照正当理由、正当意图、正当权威( 在此即为联合国安理会) 、成功的可能性、对等性、

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以及恰当的手段( 对等性和区别对待) 等正义战争理论和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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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干预倡导者提出的标准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无疑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道德合

法性( legitimacy) 和合法律性( legality) 。毕竟，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和拯救无辜

生命免遭涂炭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如果这样做不会引发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或加剧

国际社会裂痕。正是出于此种考虑，联合国《2005 年世界峰会成果文件》部分采纳了

《保护的责任》的条款，提出在相关国家不愿或未能履行保护的责任时，在安理会的授

权下，可以在个案的基础上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

然而，自从人道主义干预理论提出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策决策者就一直试图

对《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关于使用武力的条款做扩大化的理解，动辄以“危及国际和平

与安全”为名要求安理会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人道主义事件进行表决，为最终进行武力

干预打开绿灯。当这一企图未获成功时，他们又对安理会横加指责或干脆绕开安理

会，通过地区性国际组织或组织所谓的“志愿者联盟”单边动武。如 1999 年北约对科

索沃的军事轰炸以及 2003 年美国先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后又改口人道主义危机

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军事入侵，这两起事件都导致了大国关系的紧

张，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干预和使用武力问题上的裂痕。一些保守的人道主义

干预学者也鼓吹必要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以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 如北约) ，甚至一

些国家联盟( 如志愿者联盟) ，作为充当行使武力的合法权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①

上文提到的特森和惠勒都认为必要时可以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惠勒在列举人道主义

干预的条件时，甚至没有提及“正当的权威”。他认为，重要的不是谁是执行武力的合

法权威，而是人道主义干预的正当理由和产生人道主义后果的最终结果。他指出，在

面临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紧急情况下，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地区

性国家组织乃至志愿者国家联盟都可以充当行使武力的合法权威。②

另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西方以人道主义为名对科索沃、伊拉克等国家

和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时，正是非洲一些地方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之际。在索马

里、卢旺达、刚果( 金) 等地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危机。但西方世界要么行动

迟缓不愿“保护”，要么只进行了象征性的干预，完全未能避免和阻止人道主义灾难的

发生和蔓延。直至今天，在索马里和刚果( 金) 的东部地区，依然每天都在上演人间悲

剧。据英国著名的国外纪实性节目制片人菲奥娜·戴维斯( Fiona Lloyd － Davies) 的

报道，刚果( 金) 的东部恰似人间地狱，地方派系武装经常倾轧，无辜百姓被肆意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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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的生命和尊严更是无法得到保障，强奸、暴力、艾滋病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很多妇女、儿童每天都面临“要么待在家里饿死，要么出去寻找食物而遭受虐待、

强奸或死亡”的艰难选择。① 西方世界对此装聋作哑。西方世界在干预对象上的强烈

选择性反过来损害了它宣称的人道主义干预的道德正当性，加剧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对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的质疑和不安。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大国在选择人道主义干

预时触目惊心的双重标准侵蚀了国际社会脆弱的共识，使得全球的实践者和分析者对

人道主义干预的“人道主义”性质持怀疑态度; 它也加剧了“非洲人认为人道主义干预

其实只是现实主义政治的帮凶，甚至被视为大国为了促进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而采取

行动时获取行动合法性的遮羞布”。② 西方推动对一些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动机

令人怀疑。

当前，随着阿拉伯世界动荡的加剧和持续发酵，人道主义干预的呼声再次高涨。

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尽快通过相关决议，为外部军事干预打开

方便之门，推动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毋庸置疑，阿拉伯世界的持续动荡无疑会给该

地区及相关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甚至造成巨

大损害。但问题是，推动安理会进行军事干预的国家是真正关心人道主义危机，还是

为了政治或战略目的而推翻其敌视的政权? 换言之，它们推动安理会动武的动机值得

怀疑。一些人道主义干预者或许会说，一国的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带来人

道主义结果。但问题是，如果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又如何说服国际社会以人道主

义之名对一国的国内事务进行干预? 创造这样的先例是否会后患无穷? 毕竟历史上

一些最臭名昭著的入侵也曾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幌子。更何况，军事干预以及随之导

致的政权更迭到底能否产生更好的结果也未为可知，这从冷战后西方国家进行的无数

干预实践中已昭然若揭。在军事干预问题上，无论推动者打着何种旗号，安理会都必

须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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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has been no due attention paid to and sufficient discussion about alliance

collapse in the field of alliance politics． Although states form alliance to counter their com-

mon threats，the alliance will not dissolve immediately when the threats no long exis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in mechanisms between alliance formation and alliance collapse，for the rea-

son that what contributes to alliance collapse is not simply the factors to maintain alliance． In

this article，we raise three mechanisms of alliance collapse: ( 1) the rise of external threats

and previous conflict experience among alliance members may lead to collapse; ( 2) the more

unstabl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background conditions are，the more probable collapse

occurs; ( 3) last but not least，hig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sts when superpower as an ally

and domestic democratic polity always make alliance more stabl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background and alliance maintenance will lead to changes in alliance

value，and the alliance members will make their decisions based on a comparison between al-

liance value and abrogation cost．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ilateral al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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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Just War theory is a Western ethical theory answering when and how to re-

sort to war，which was originated in the fifth century by the Christian theologist Saint Au-

·651·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 10，2012




gustine and thereafter developed and expounded by Thomas Aquinas，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Hugo Grotius，etc． Afte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evolution，the Just War theory

developed systematic criteria on when and how to resort to force，namely，“jus ad bellum”

and“jus in bello”，the former includes just cause，right authority，right intention，last re-

sort，prospect of success and proportionality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discrimination and pro-

portionality． In the post － Cold War period，the ethical values of Just War theory were re-

discovered and made a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by its proponents．

Based on examin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Just War theory and analyses

of its ethical influences on the viewpoints of the proponent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hile it might be morally sound in some extreme cases to resort to

force /war，there have been great chances of abuses，as witnessed in history． In today’s

world，whe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en greatly“institutionalized”and where interna-

tional law plays a part，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very careful in resorting to

military intervention，even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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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with the rise of emer-

ging economies an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developed economies，how will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hange? On the basis of the basic assumptions including tha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s a kind of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anarchy”，“nation －

states are the main actors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nation － states are rational ac-

tors”and“the institutions are non － neutral”，the author argues that uneven growth of na-

tional power can break the existing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original institu-

tional framework，which leads to legitimacy crisi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stitu-

tions． Thus，institutional change becomes possible and finally inevitable． Furthermore，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interests has led to structural trans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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